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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十九世紀末「華僑」一詞正式

出現以來，幾乎所有有關「海外華人」

問題的研究都與民族國家以及領土性

或地域性（territoriality）密不可分。最

近二三十年來，中國以及海外學術界

所爭論不休的稱謂問題（華僑、華人、

華裔、美籍華人、華裔美國人等等），

實質上都是反映了這種民族國家視野

和框架下的一種定向思維，其所強調

的是華人與政治上的國家疆界之間的

不可分割性。與此同時，從二戰結束

後到今天，在海外華人研究領域中先

後佔主導地位的幾種理論思潮——從

「中國文化持續論」、「華人同化論」、

「融合論」、「認同論」到強調本土文化

的脈絡1——其所關注的根本問題始

終是華人如何在「僑居國」落地生根，

建立起新的、以民族國家為對象的政

治效忠和文化認同。

儘管這些辯論對於解讀二十世紀

大半時期的海外華人歷史與演變有Â

積極的貢獻，在新世紀的門檻É，在

全球化方興未艾的今天，這些概念與

理論是否能夠有效而全面地闡釋當前

海外華人社會的變遷及其前景？筆者

認為，隨Â「跨國華人」（Transnational

Chinese）的迅速崛起及其在中國以及

全球舞台上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這

些以民族國家和固定不變的地理

（fixed geography）為依託的理論似乎已

力不從心。我們需要新的理論、視

野、方法和概念來解釋新的現象，並

重新審視舊的問題。這些理論不僅必

須切實地把握當今及未來海外華人社

會中不斷發展變化的大趨勢，也必須

同全球性的社會科學研究的新動態接

軌，並將海外華人的經歷置放於比較

的框架下加以思考與分析。

本文並非全面地闡釋有關跨國華

人的理論與實踐，而是試圖以這一概

念作為討論的出發點，結合當今社會

科學界的若干理論思潮以及一些初步

的實證資料，來分析跨國華人的構

成、產生的背景及其特徵。正如任何

雛形的觀念一樣，本文的論點肯定存

在Â不成熟之處。但是，如果它們能

夠在某些方面引起海外華人以及移民

問題研究者的關注和反思的話，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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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本文也就達到了拋磚引玉的初

衷。

一　跨國華人的類型與構成

毋庸置疑，海外華人的歷史從產

生開始就是一種跨國的經濟、政治和

社會活動。然而，由於華人大規模移

居海外（尤其是東南亞）是十九世紀後

半葉的現象，並在二十世紀初達到了

頂峰，而這一時期也正好是亞洲眾多

國家（包括中國和東南亞）民族主義崛

起與高漲的年代2，這就使華人問題

逐漸被置於民族國家的框架之下加以

考察。到了二戰結束之後，新興民族

國家所關注的核心問題是如何使其境

內的少數族群（尤其是華人）在政治上

效忠於居住國。這也直接地導致直到

1990年代為止將海外華人當作一種政

治和安全「問題」加以研究的主流，這

一「問題」也被視為影響中國與周邊國家

關係的重要因素。換言之，海外華人

成為民族國家（無論是東南亞政府還是

中國）試圖透過立法與政策，在領土範

圍之內加以界定和限定的一種「範

疇」；他們的活動領域也隨之被固定於

某些特定的政治實體和框架之中。從

中國的角度來看也是如此：那些居住

於境外、仍然持有中國護照者被稱為

「華僑」，而那些已加入當地國籍者則

被視為「華人」。在大陸，無論是政府

還是學術界，「華僑華人」取代了過

去通用的「華僑」，其本質仍然是一致

的——民族國家的至高無上的地位。

然而，到了二十世紀8 0年代之

後，海外華人社會發生了根本性的變

化，一個我稱為「跨國華人」的群體迅

速崛起，並成為海外華人中日益起重

要作用的一種力量。

那麼，「跨國華人」指的是誰？與

其先輩及同時代的其他華人群體相比

較，他們有何特殊之處？抽象地說，

如果借用「跨國主義」（Transnationalism）

理論來說明的話3，跨國華人指的是

那些在跨國活動的進程中，將其移居

地同（自己的或父輩的）出生地聯繫起

來，並維繫起多重關係的移民群體。

他們的社會場景（social field）是以跨越

地理、文化和政治的界線為特徵。作

為跨國移民（Transmigrants），他們講

兩種或以上的語言，在兩個或更多的

國家擁有親屬、社會網絡和事業；持

續的與經常性的跨界交往成為他們謀

生的重要手段。

跨國主義與跨國移民的理論產生

於二十世紀90年代初期，以上抽象概

述的實證基礎主要是居住於美國的拉

丁美洲（如波多黎各和海地）的移民群

體；現有的學術研究尚缺乏專門以當

代跨國華人為個案的研究4。因此，

如何在注重華人國際移民的特殊性的

基礎上，將其置於新的理論語境下加

以討論，是學術界可以努力的一個方

向。事實上，華人移民與拉美移民相

比，其歷史更悠長，範圍更龐大，而

宗族、地緣和方言的網絡也更為普遍

與持久。

具體而言，近二三十年來形成的

跨國華人群體包括兩大類：以海外為

出發點和軸心的同心圓以及以大陸為

出發點和軸心的同心圓；兩者互為補

充，構成全球華人社會中的重要新興

力量。

首先，以大陸以外為軸心的輻射

圈。他們又可分為兩類：以海外為主

要活動場景和以中國為主要活動場

景。前者包括戰後以來一直存在的「再

移民」現象——從傳統的華人移居地

（東南亞）遷至北美、澳洲和歐洲等發

二十世紀8 0年代之

後，海外華人社會發

生了根本性的變化，

「跨國華人」群體正在

迅速崛起。他們在跨

國活動中將其移居地

同（自己的或父輩的）

出生地聯繫起來，他

們講兩種或以上的語

言，在兩個或更多的

國家擁有親屬、社會

網絡和事業；持續的

與經常性的跨界交往

成為他們謀生的重要

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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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國家（其人數超過二百萬）。這種再

移民現象以及後面將要涉及的新移民

的產生，導致海外華人人口分布格局

的重大變化（見表1）。再移民也改變了

華人在移居國內部的比重分配。例

如，直到90年代為止，澳洲華人中佔

最多數的是來自印度支那和新馬的華

人再移民。與此同時，在1950-80年代

之間，由於內外因素的交織，源自中

國大陸的移民微乎其微，而香港和台

灣則構成了新的華人移居起源地。他

們也同樣以西方國家為移民的首選對

象。

必須強調，這些再移民與他們的

第一移居地（東南亞／港台）仍然保留

Â千絲萬縷的聯繫，所謂「太空人」、

「內在美」和「傘兵」現象實際上反映了

華人跨國家庭的新模式與新活力5。

另一方面，這些人中有相當一部分具

備了王賡武教授所稱的「可攜帶技能」

（portable skills）——受西方教育、通

英語、其所從事的職業（如電腦工程

師、會計、公司管理層、大學教師等）

具有在全球範圍內移動的可能性。

近年來大量港台移民由北美、澳洲回

歸的現象則反映了這類移民的跨國

流動性。

居住在中國以外的第二種跨國華

人與前者不同，他們不是遷往離中國

越來越遠的地方，而是同中國——無

論是作為實體還是想像的故國——建

立起多重的聯繫。他們主要包括那些

在中國有Â各類的經貿或社會文化事

業的群體。他們在其居住地（如東南

亞）已經紮根，但近二十年來其生計已

經很大部分地與中國聯繫在一起。據

估計，在中國改革開放的前十幾年，

70%以上的外資來自港台以及海外（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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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海外華人的分布（1952年與1995年）

資料來源：Dudley Poston, Jr., Michael Xinxiang Mao, Mei-yu Yu, “The Global Distribution of the Over-

seas Chinese Around 1990”,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20, 3 (1994): 631-45；駱

奇、曾建豐：《海外華人與福建的經濟發展》（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研究報告第23號，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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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是東南亞）華人。另一方面，通過海

外及港台的藝人和大眾傳媒的中介，

一些中國主要城市及沿海區域逐漸出

現所謂「唐人街化」的現象，也使得越

來越多的中國年輕消費者隨之「跟Â感

覺走」6。

第二大類型的跨國華人源自中國

大陸，這是1979年改革開放政策之後

的新現象，他們也是本文的主要關注

對象。其主體是所謂的「新移民」群

體，大致包括四種類型：留學生移民

（在海外受教育後合法地定居當地或移

民第三國），技術移民，通過家庭、婚

姻關係的連鎖移民以及非法移民。據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以及中國教育部在

2002年初發布的統計，已有38萬中國

人留學海外，其中絕大部分是自費留

學，他們分布於103個國家，而90%集

中於歐、美、澳等國。迄今為止，大

約十多萬人已回國，那些仍然居留於

海外的約有30萬人，如加上其配偶

（其中不少也改變身份，由「陪讀」變

為留學生和新移民），這部分人當有

40萬左右7。值得注意的是，中國留

學生人數呈日益上升的趨勢，並日漸

其他初中小學
文盲和
半文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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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浙江勞工與連鎖移民的教育

背景（1979-95年）　　

資料來源：吳潮、周望森：〈浙江籍海外新移民研

究初論〉，《華僑華人歷史研究》，200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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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上海市移民與非移民的教育背景（1990年）

根據以下資料製作：Hua Miao-Jia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in China:

A Survey of Emigrants from Shanghai”, Asian and Pacific Migration

Journal, no. 3 (1994): 445-63.

低齡化，這就構成了新移民群體的

龐大後備軍。而技術移民也同樣是以

西方國家為首選。加拿大在1998年就

接受了19,749名大陸移民；2000年，

其人數更增至四萬人，佔當年加國新

移民的20%。技術移民佔了大陸移民

的多數。以上這兩類移民的共同特點

是教育程度較高（見表2）。

連鎖移民在中國移民史上並不罕

見。早在1930年代，社會學家陳達在

閩粵的調查就顯示，70%左右的移民

到東南亞是透過家庭關係。據1990年

代後半期福建省泉州市公安局的出國

審批記錄，當地90%移民是出於親屬

團聚與家庭因素移居海外。與前兩類

移民來源自中國各地尤其是北方大城

市、受過良好教育不同，連鎖移民主

要來源於傳統僑鄉（閩、粵、浙），其

教育程度亦較低（見表3）。不過，與前

者相似的是，他們也以西方國家為首

選。1949-50年間，廣東梅縣地區的

95%移民移居東南亞，而在1989-92年

間，79%選擇北美和澳洲。

非法移民也是跨國華人的組成部

分。這不僅由於其出國（偷渡）途徑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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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經由數個不同的大陸和國家以及其

活動是由跨國人口走私集團所操縱，

而且，更重要的是，他們與家鄉維持

Â密切的經濟（通過僑匯）和社會聯

繫。以福建省福清市為例，90年代後

半期，該市的僑匯收入達2-3億美元之

巨，其來源主要是新移民。

關於中國大陸新移民的總人數，

各方統計不一。據中國外交部領事司

估計，到1996年為止，有100萬以上

的大陸新移民取得外國居留權，而國

務院僑辦則估計有200萬左右。一般

認為，其總人數應當有150-180萬，且

在不斷迅速增長之中。例如，以家庭

團聚、配偶、未成年子女及父母移民

簽證定居澳洲的中國大陸人數，均位

列2000-2001年度簽證類別總人數的第

二大來源地8。

由上可見，戰後以來，海外華人

社會發生了急劇而深刻的變化；不僅

僅出現了由「落葉歸根」到「落地生根」

的歷史性變遷，在1980年之後，也形

成了大規模的跨國華人社群，其文

化、家庭、生計和活動方式都與傳統

的移民（華僑）和定居（華人）有所不

同。他們是介於兩者之間的一種模

式，雖然有人加入這兩種傳統格局，

走上回歸或定居的歸宿，但不斷有新

人加入跨國華人的行列，因而使之形

成一種遊移中的常態。

二　跨國華人的崛起背景

跨國華人的迅速崛起並非一種孤

立和獨特的現象；它不僅有Â深刻的

歷史根源，也是後冷戰時期世界與中

國局勢的變化和全球化的產物。

首先，跨國華人的形成是當代全

球化以及伴隨而來的「沒有邊界的世

界」的產物。全球化首先是一種經濟現

象和世界性的生產分工的結果，亞太

區域也隨之日益被納入這一世界資本

主義體系之中9。資訊與交通技術的

發達進一步加速了這一進程。1990年

每英里的航空費用只是1930年的20%；

而倫敦至紐約的三分鐘電話費也由

1930年的300美元減至1996年的一美

元。這些變化使大規模的移民潮成為

可能。實際上，當代華人的跨國移民

現象只是全球移民的一個縮影。據

國際勞工組織在2000年發布的一份

報告，世界移民人數已達1.2億，比

1965年的7,500萬增加了近一倍bk。

其次，中國國際移民的歷史淵

源，尤其是1979年之後改革開放的政

策，促進了跨國華人群體的形成。從

十九世紀中葉開始，大批國人從東南

沿海地區移民海外，這就構成了當今

連鎖移民和部分非法移民所賴以出現

的根基之一：以家庭和同鄉關係為紐

帶的社會網絡；它同時也有助於這些

新移民在移居地獲得經濟上的生存和

發展（例如在歐洲的浙江青田新移民，

其主要謀生方法是在同鄉所開的餐館

和服裝廠工作）。有關歐洲華人移民

的研究表明：「移民活動中的一個核心

方面是家庭、親屬、同鄉關係在形

成、導引、和促進移民流向過程中的

作用」bl。中國的政策變化也顯著地影

響了跨國華人的形成過程。從80年代

初期開始，中國政府就逐漸放鬆對其

公民海外旅行和移民的限制，到了

2002年初，實施已久的出境審查制度

進一步鬆弛；出國申請者不再需要提

供海外邀請函以及事先向公安局申請

出境卡。對出國留學而言，中國政府

也實施「支持留學、鼓勵回國、來去自

據中國外交部領事司

估計，到1 9 9 6年為

止，有100萬以上的

大陸新移民取得外國

居留權，而國務院僑

辦則估計有2 0 0萬

左右。一般認為，其

總人數應當有1 5 0 -

180萬。1980年之後

形成的大規模跨國華

人社群，其文化、家

庭、生計和活動方式

都與傳統的移民（華

僑）和定居（華人）有

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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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的政策，並以「為國服務」的口號取

代原有的「回國服務」。這一字之差所

顯示的變化是巨大的——如果說過去

是「愛國不分先後」，現在是「愛國不分

內外」。其間接效果不僅表明了民族國

家界線的模糊化，它也促進了民族國

家與跨國華人的良性互動。

連鎖移民和非法移民則更多的是

改革後中國社會巨變的產物：高失業

率、社會控制的相對鬆弛，以及對西

方世界的盲目憧憬，都使得一部分人

（尤其是在福建和浙江沿海地區）走上

「要致富，去偷渡」的道路。不過，這

種行為本身也可以說是一種理性的冒

險投資：其所潛在的回報（直接表徵是

那些偷渡者在家鄉所蓋的高樓和其回

國時的排場）遠遠大於偷渡者所付出

的代價——如果他們能順利抵達目的

地的話。《紐約時報》2000年6月25日

的一則報導也指出：「偷渡美國更多

的是一種有計劃的投資（calculated

investment），而非絕望的表現。」

第三，移居對象國的政治經濟變

化。這對源自東南亞的再移民和中國

大陸新移民都有Â直接的影響。一方

面，戰後以來東南亞新興民族國家對

其移民人口（尤其是華人）採取了歧視

與限制的政策，這成為再移民的深刻

根源；另一方面，二十世紀60年代以

後，西方國家開始改變其對亞洲移民

的排斥政策：加拿大（1962年）、美國

（1965年）、澳洲（1973年）、新西蘭

（1978年）都先後取消了過去的限制性

條例，使亞洲移民人口迅速增加。

2002年3月，德國議會通過一項深具

歷史性的法案，客觀上為外來移民打

開了方便之門bm。60年代後期，亞洲

移民只佔西方國家每年接納的移民總

數的1/10弱，到了90年代中期，其比

重迅速增加到40%。日本從二十世紀

80年代開始廣招外國留學生，並放鬆

對其畢業後在日就職的限制。

西方國家人口與經濟結構的變化

也是一項重要因素：人口老化、低

（負）出生增長率、對低層勞工和高技

術人才的需求等等。必須強調的是，

西方國家需求的並非永久性移民或公

民，只是滿足特定需要的勞工或技術

人才，但是這些新政策與環境卻為跨

國移民創造了機會。另一方面，當

代華人移民基本上呈兩極化的局面：

具備「可攜帶技能」的高層次人才和

低層次的勞工，這恰好能夠填補西方

國家的這兩種需求。2001年，美國

公司向司法部提呈了34萬份H1-B簽

證申請（國內所短缺的技術人才），其

二十世紀6 0年代以

後，西方國家開始改

變排斥亞洲移民的政

策。60年代後期，亞

洲移民只佔西方國家

每年接納的移民總數

的1/10弱，到了90年

代中期，其比重迅速

增加到40%。必須強

調的是，西方國家需

求的並非永久性移民，

只是滿足特定需要的

勞工或技術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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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人佔了第二位，僅次於印度人。

由於日本人不願意從事笨重的體力

活，他們因而也隨之較容忍外國人

（1995年其人數達136萬，佔總人口的

1.1%左右）bn。

最後，各種類型的中介機構對於

跨國華人的形成也起Â重要的作用。

就像任何移民活動一樣，僅僅有推力

（中國因素）和拉力（外國因素）是不夠

的；商業性的中介機構大量出現，使

各類型的跨國移民活動成為一種深具

規模的潮流。

以留學為例，在改革開放的早期

階段，留學生大抵包括公派（國家和單

位）和自費兩種；後者通常自己聯繫國

外學校。但到了90年代之後，隨Â

留學浪潮的日漸高漲和留學生的低

齡化，留學中介機構也應運而生（到

2001年為止，全國被正式批准的留

學中介機構就有228家）。它們通常

收取1.2-1.5萬元人民幣的中介費。雖

然費用昂貴，但這類機構，包括諸如

「新東方」這種專為「寄託派」（GRE和

TOEFL）而辦的學校，仍廣受歡迎bo。

非法移民所使用的是另外一種完

全不同的中介機構。與前述（多數為合

法，以國內為操作基地）不同，這類機

構是非法和跨國運作的，捲入者不僅

包括人蛇偷渡組織和國際犯罪團體，

也包括一些途經國的政府官員。其利

潤也是巨大的，每年達數億美元。與

此相關的，包括華人新移民在內的跨

國犯罪活動也日益引起各國政府的關

注。2001年日本警方逮捕或拘留的外

籍嫌疑犯達14,660人，其中43.7%為中

國人，9.5%為南韓人bp。

總之，以上四種因素的交織——

國際環境、中國與移民對象國的政治

經濟新格局、以及中介機構的作用——

使跨國華人群體（尤其是大陸新移民）

得以迅速崛起；這些因素同時也決

定了這一群體的社會、經濟和文化

特徵。

三　跨國華人的特徵

與傳統「落葉歸根」或「落地生根」

的華人移民形態相比，新興的跨國華

人群體有其自身的特徵。

首先，跨國華人在形成過程中的

「非地域性」（Deterritorization）。所謂

非地域性，原來所指的是在全球化過

程中，生產、消費、政治、群體和認

同逐漸與地方分離的一種趨勢bq。對

於跨國華人而言，地域已不像傳統移

民那麼重要和不可或缺；民族國家更

多的是一種政治主權的象徵，經濟、

社會、文化的機會與空間具有更重要

的意涵。從某種意義上說，他們的領

土與地域就是建構於自身活動的空間

之中。這種非地域／領土化本身就是

一種全球性的現象。如前所述，到二

十世紀末，有1.2億的人口居住在他們

的出生國之外。其結果是，「不僅越來

越多的人失去了自己的根，他們也沒

有了自己的土地」br。

其次，跨國華人群體的多元性與

複雜性。二戰之前，傳統的華人移民

群體具有較大的同一性：通常來自華

南、承襲中國文化傳統、社會分層上

大體以勞工和商人為主；他們通過會

館、學校等組織形成了繁密的聯繫

網。然而，當代跨國華人群體在社會

經濟地位上兩極化的傾向較為顯著。

一方面，由於其特定的教育和工作經

驗，留學移民和部分技術移民通常能

夠上升到中產階級的地位。1990年美

新興跨國華人與傳統

華人移民不同的一個

特徵，就是其「非地

域性」。對於跨國華

人而言，民族國家更

多的是一種政治主權

的象徵，經濟、社

會、文化的機會與空

間具有更要的意涵。

從某種意義上說，他

們的領土與地域就是

建構於自身活動的空

間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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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人口普查顯示，31%的大陸移民具

有本科或以上的學位（全美總平均為

21%）；29%的大陸新移民從事專業工

作；其家庭收入為34,000美元（全美家

庭年平均收入為30,000美元）；另一方

面，大陸背景華人家庭的貧困率則為

13%（全美平均為10%）bs。

這種多元性也反映在跨國華人的

社會組織之中，在西方國家，來自東

南亞、港台、大陸的新移民都有自己

的社會團體，但彼此之間的聯繫十分

薄弱（一項1995年的調查顯示，只有

10%的日本老一代華人移民認為可以

將新移民組織納入其活動範圍內，

70%認為很困難。筆者2002年在巴黎

中國城所作的調查也證實了這一點）。

留學移民和技術移民的團體通常由

通曉雙語者組成，以專業、校友和學

術為主要組織原則。而連鎖移民和

非法移民通常只會中文，他們較多地

參與地緣性的社團。這兩類社團之間

缺乏溝通，它們的聯繫模式通常是跨

國性的：新移民的專業團體可能同第

三國的類似團體有更多的共同語言；

而地緣性的團體則更多地通過全球性

的社團聯誼活動來建構自身的跨國

網絡bt。

第三，跨國華人活動的多維空間

與多元性。傳統的華人移民模式通常

是一元或二元的，遊走於由A（祖籍

國）→B（移居國）之間。而當代華人跨

國活動的最主要特徵之一是其多元性

與靈活性。其移居模式可以是A→B→

C→D→A這樣一種不斷變化的過程。

一項對在日留學生所做的調查大體顯

示了這一趨勢（見表4）。在馬來西亞

和新加坡的中國留學生與技術移民中

有不少「期望轉赴西方國家」。這種多

維空間的移民模式隨Â交通和資訊的

發達而變得更可接受。用管理學大師

德魯克（Peter Drucker）的話來說，我們

現在是生活在「新的心智地理」（new

mental geography）之中，「距離已經消

除」（而在鐵路的時代，人們「只能控制

距離」）ck。這些新興的跨國華人可以同

時「既在這É也在那É」（here and there

at the same time）；他們可以經常四海

為家（home away from home）；或借用

克利福德（James Clifford）的話來說，

他們是「旅居中的寓居，寓居中的旅

居」（traveling-in-dwelling, dwelling-in-

traveling）cl。

這種多維空間的格局也深刻地影

響了跨國華人（特別是大陸新移民）同

中國的關係。近年來，由於一系列因

素（如西方經濟衰退、中國經濟一枝獨

秀等），留學生回國數量日增，出現了

所謂的「海歸派」cm。不過，我們也要

注意到這種現象並不會根本改變跨國

華人的整體格局。一方面，如同古人

所言，「有人辭官歸故里，有人漏夜趕

科場」，仍然有源源不斷的中國學生加

從文化認同的角度來

看，跨國華人是第三

文化的建構者。他們

既深知母國文化的精

髓，也熟悉西方文化

的旨趣。這種第三文

化雖然與十九世紀末

產生於東南亞的土生

華人文化同屬「摻雜

文化」，但前者更具

生命力和創造性，因

為它是全球性的氛圍

下文化碰撞的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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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國移民第三國在日就職繼續深造

46%

31%

16% 15%

%

資料來源：朱慧玲：〈當代中國留日學人及其作用〉， 《華僑華

人歷史研究》，1995年第2期。

表4　在日留學生的未來計劃（1990年代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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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擁有或經營的。一位研究者表

示，他在匈牙利所訪問的每個新移民

都經常收看中國中央電視台的節目。

到90年代中期，全美共有635間中文學

校，就讀的學生達83,000人，其教師

多為新移民。所有的這些中文文化平

台都豐富了杜維明教授所稱的「文化

中國」的內涵與外延，並建構和維繫

了一個沒有邊界的「想像的共同體」。

跨國主義還構成了第三文化基

礎，後者產生於那些不停地遊走於兩種

（東西方）文化之間的移民群體cq。他

們既深知母國文化的精髓，也熟悉西

方文化的旨趣，作為跨越地理與文化疆

界的群體，他們常常顯得更具創造

性。近年來在美國嶄露身手的吳宇森、

陳沖、譚盾等，就是明顯例子。出生

於印尼、再移民於荷蘭、任教於澳州

的華裔學者洪宜安（Ien Ang）寫道：「我

的個人經歷促使我既不完全認同『亞

洲』，也不全盤接受『西方』。」因此，

她的寫作與研究的出發點是「這種摻雜

的觀點——含糊不清的既不／也不

（neither/nor）或既是這／又是那（both/

and）」cr。一個在澳洲留學三載並到過

香港、東京等地的17歲北京學生表

示，她走的地方多了，世界觀也變

了，「我現在已經不會在中國和澳洲兩

種文化中掙扎。每到一個地方，接觸

不同的文化，不是一種排斥心理，而

是看有沒有甚麼東西可以吸收」cs。

這種第三文化並未定型，而是在

逐漸形成與發展過程中，但它成為界

定跨國華人的一個重要指標。它雖

然與十九世紀末產生於東南亞的土

生華人文化同屬「摻雜文化」（hybridity

culture），但前者更具生命力和創造

性，因為它的基礎是全球性的氛圍下

文化碰撞和協調的產物，而非地方性

文化交流的結果。

「跨國華人」不僅對中

國的經濟和社會現代

化起k推動作用，也

是海外華人民族主義

復興的關鍵載體。這

一復興在兩個不同的

場景上同時出現：在

中國國內，表現為新

移民回歸；在國際舞

台上，反映在跨國華

人積極參與的「反獨

促統」、在中美衝突

中聲援中國、以及支

持北京申奧等等。

資料來源：〈赴加大陸新移民回流者眾〉，《華聲

月報》，2000年第3期。

兩邊跑 回到加拿大
長期在
中國工作

50%

33.3%

16.7%

表5　在華的加拿大新移民工作地點

選擇（2000年）　　　　

入留學的浪潮cn，成為跨國華人的後

備力量；另一方面，不少回國者仍然

與海外保留Â千絲萬縷的聯繫，他們

並非像過去那樣完全的「落葉歸根」或

被迫「斬草除根」。在2001年底中國若

干省市政府組織的海外人才招聘團在

加國的招聘會上，一位MBA學生表

示，她的心態是「兩邊觀望」，看機會

何在。如有可能，將先在加國工作，

否則就回中國co。一項於2000年對在

中國的加拿大新華人移民所做的調查

也證示了這種趨勢（見表5）。所謂的

「啞鈴模式」（指新移民在海外及中國均

有較穩定的工作，經常來往於兩地之

間）則是這一現象的具體形態cp。

最後，從文化認同的角度來看，

跨國華人既是中華文化在海外的重要

載體，也是第三文化（The Third Culture）

的建構者。近年來，隨Â跨國華人群

體的形成與壯大，以其為對象的華文

大眾傳播媒介（報刊、電視台、互聯網

站等）也日益增多。據初步統計，在美

國近百份中文報刊中的1/3、加拿大三

十餘份中文報刊中的70%是由大陸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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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但並不是

將國家簡單地視為一種垂直的、僵化

的、權威的政治體系，而是更多地看

到它如何與橫向構成的跨國華人網絡

相協調、互動，並從中壯大自身的力

量。近年來中國政府所採取的一系列

優惠新移民、尤其是技術人才的政策

（如為其提供一至五年的長期簽證），

「為國服務」口號的提出，一些城市所

實施的「綠卡」制度等，可以說是國家

對跨國華人的一種妥協，這從根本上

改變了傳統中國對移民的歧視態度和

邊緣化策略。但其結果卻是創造了一

種雙贏的局面，它們也使遊走於國家

邊緣的跨國移民群體的形成成為可能

與必須。

跨國主義的理論能夠使我們從比

較的與宏觀的角度審視華人移民，從

而避免了「華人（文化）特殊論」這種「自

我東方主義」的流弊。但與此同時，我

們也要看到中國海外移民史的獨特性

（如網絡的重要性），並充分把握這

些歷史遺產在全球化的今天所產生的

影響。

四　結語：理論與
　　方法論的反思

綜上所述，二戰之後，尤其是

1980年以來，海外華人社會中出現了

跨國華人這一群體，他們處於一種不

斷流動的過程之中：一方面，其中一

些人逐漸被融入舊有的定居（落地生

根）或移居（落葉歸根）模式之中；另一

方面，又不斷有新人加入其行列，因

而使華人跨國主義（Chinese Transna-

tionlism）成為一種持續變遷中的常態。

本文提出「跨國華人」這一稱呼，

並非試圖以它取代現行的「海外華人」

或「華僑華人」這些稱謂，而是旨在強

調在世紀之交出現的這一新群體，

雖然只佔海外華人中的少數，但他們

對於整個海外華人社會有Â日益重

要的影響。跨國華人不僅對中國的經

濟和社會現代化起Â推動作用，也

是海外華人民族主義復興的關鍵載

體。這一復興在兩個不同的場景上同

時出現：在中國國內，表現為新移民

（永久的或暫時的）回歸；在國際舞台

上，反映在跨國華人積極參與的「反獨

促統」、對印尼排華的抗議、在中美

衝突中聲援中國、以及支持北京申

奧等等ct。跨國華人群體的出現使我

們必須反思現有的海外華人研究理論

範式。

我認為，在闡釋這些現象時，應

同時使用跨國的和民族國家的視野。

並將之置於歷史的和比較的多重語境

下加以考察（見表6）。一方面，新興的

華人移民群體及其跨國網絡自覺或不

自覺地挑戰民族國家的權威。另一方

面，無論是其產生還是作用，民族國

家仍然扮演不可忽視的作用（大陸新移

民的出現首先是中國政府政策改變

的結果）。我們需要「把國家帶回來」

近年來中國政府所採

取的一系列優惠新移

民的政策，「為國服

務」口號的提出，一

些城市所實施的「綠

卡」制度等，可以說

是國家對跨國華人的

一種妥協，這從根本

上改變了傳統中國對

移民的歧視態度和邊

緣化策略，也使遊走

於國家邊緣的跨國移

民群體的形成成為可

能與必須。

表6　跨國華人：多重語境下的共生與衝突

理論視野

跨國華人

比較觀察

　內在結構

•家庭、社區

•文化、企業家精神、

　認同

•跨國社會與商業網絡

•民族主義的復興

•再移民

•再華化

•行動上的跨界性

•文化上的摻雜性

•經濟上的全球性

•社會上的互動性

•政治上的參與性

　外在環境

•全球化與跨國主義

　(Transnationalism)

•居住國的政治氛圍

•唐人街的轉型

•中國作為重要影響

•「文化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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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而言之，無論是在理論還是方

法論方面，我們應該對海外華人研究

中一些現有的框架與概念進行重新思

考，在「去民族國家化」，將華人置於

跨國語境和空間之後，將其重新引入

民族國家及其協調和互動機制之中。

這樣我們或許能夠更清楚地把握海外

華人社會發展前景，並使海外華人的

研究能夠參與到全球性的社會科學對

話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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